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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开始了在占领区以乡村社会为基地较为普遍稳定地推行具有自身政治宗

教特色的乡村政治，其核心内容是践行乡官制度。而乡村政治实践的成效却表现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失控

的两极化。通过对 1860 年代太平天国 231 位乡官构成的乡官群体之分析发现，乡官群体主要作为传统社

会“包税人”角色的客观素质、谋私投机和委曲求全的主流心态，以及太平军当局对农村建设的盲目和乡官

铨选机制的弊端等因素，共同导致太平天国乡村政治实践的失败，激发了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民变风潮，太

平天国渐失人心。但在评判太平天国功过是非时，尚须正视其努力控制乡村、介入乡村并治理乡村的事

实，也应看到将地方行政的重点置于农村和粮食问题，放弃流寇主义，这些都是太平天国终为中国旧式民

众运动顶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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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孔飞力( Philip A． Kuhn) 对太平天国的乡村政治有一段经典描述:

太平军的控制很少能越过行政城市的城墙。在许多这样的地区，太平军已经成功地把清代的地

方行政长官赶出有城墙的城市，但却不能摧毁农村名流的地方团练集团，它们在官方的庇护下继续在

乡村进行斗争……它们说明太平军实际上困守在城市中，而正统名流则控制着农村。①

孔飞力认为，在战争胶着状态下，太平军的力量因被清军和团练打压而困守在城市，在农村社会
的统治力量薄弱。罗尔纲、茅家琦等的通史著作，以及钟文典主编的各类专题史，大体上均认为太平
天国在农村社会的统治成效薄弱。国内外学者的立论虽有差距，但太平天国在乡村地区统治薄弱，几
乎成为学界关于太平天国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的共识。

过去学界对太平天国的乡村政治有一定探讨，但大多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将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
失败归结于太平天国后期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动②; 或是局限于乡官阶级属性和土地、赋税制度的关系③;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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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0—201 页。
参见王明前:《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参见祁龙威:《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问题》，《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 年第 2 期; 龙盛运:《太平天国后期土地

制度的实施问题》，《历史研究》1958 年第 2 期; 王天奖:《析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太平天国学刊》( 一) ，中华

书局 1983 年版，第 140—159 页; 赵德馨:《论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 2 期。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梁义群《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等著作对乡官制度的历史样态也有所阐述。



是宏观讨论乡官的阶级成分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变化①; 美国学者白凯( Kathryn Bernhardt) 也认为
乡官群体的阶级性质与太平军的土地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但同时指出此类连续性更多地是出于太平
军的权宜之计而非意识形态，这一论断为本文着手乡官的群体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② 很明显，过去
学界集中于“制度”层面的研究，对乡官群体的关注也不够充分，本文重点关注社会“治理”层面，以统
计的 231 位乡官为中心，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试图阐释太平天国在乡村社会控制落败的复杂因素。

一、两极化的乡村政治实践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和清军在多数地区处于拉锯战，直到 1860 年代，太平天国才先后开辟了苏南
和浙江两片相对稳定的控制区。因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广泛实践开始于 1860 年，乡官制度在基层社
会的普遍设立也是在 1860 年后，故本文论述的主要时段和所统计的对象亦框定于 1860 年代。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府分为地方军政当局( “太平军当局”) 和乡官基层政府( “乡官局”) 。由于后
期滥施恩赏，各郡县坐镇、佐将多为具有高级爵位的军事贵族，甚至一个乡镇的守将即为王爵，如湖州
南浔镇守将为庆王秦日庆③，吴江平望镇守将为仅次于王爵的义爵———英天义万国安。④ 军政府凌
驾于守土官之上，取代原总制、监军总理地方民政事务的权力，迫使郡县行政组织在太平天国政治权
力系统中被边缘化为乡官基层组织，明显的表现是后期总制、监军不再驻城办公，而是在城外或市镇
另辟官局，如杭州朱春的监军衙门设在艮山门外⑤，无锡监军华二设局堰桥镇，金匮监军黄顺元设局
东亭镇。⑥

乡村政治的实践成效主要表现为两极: 一类情形是乡官行政致力于地方社会稳定。如同治元年
( 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 年) 二月，乾天义李恺运奉命代济天安黄和锦守无锡，黄闭城不纳，李众鸣锣
开枪，黄众派队出城，双方几起内讧，此时幸有“锡监军华二、金监军黄顺元各带局勇至城，彼此缓颊，

得无害。并求李逆拨众暗防黄逆动身掳掠，一面招乡民数百人，执香至东门，送黄逆之行。而黄逆禁
众掳掠，仅烧伪串而走，两监军当允李逆造还，遂寝其事”⑦，一场干戈得以化解。无锡有无赖冷阿听，
“适黄塘不靖，遂黑衣窄袖持刀装野长毛状，入邻女家奸污”，被邻家女告至监军华二处，华二立即拘
捕并处死冷阿听，大快民心。⑧ 苏州太平军一次途经湖州乌镇，军帅董沧洲“虑兵□扰害”，请示献天
豫何培章、髳天侯魏永和，他自己与魏亲自“执旗立于北栅太师桥”，何培章“立于西栅通济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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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持“封建政权说”，参见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

术研究》1981 年第 5 期; 沈嘉荣:《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有的学者持“农民政权说”，

参见董蔡时:《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江苏师院学报》1962 年第 5 期; 董蔡时:《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特

点和性质》，《江苏师院学报》1980 年第 2 期; 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下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425—437 页。
有的学者持“过渡政权说( 封建化) ”，参见王天奖:《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历史研究》1958 年第 3 期; 王天奖:

《关于太平天国的乡官和基层政权》，《太平天国学刊》( 二)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24—145 页; 宓汝成:《乡官体制

的理想和实际》，《太平天国学刊》( 三)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0—69 页。
参见［美］白凯著、林枫译:《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 1840—1945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8—143 页。
光绪《乌程县志》卷 36《杂识四·湖滨寇灭纪略》，第 20 页 b。按: 陈根培《湖滨寇灭纪略》误作“庆王秦日宝”。

庆王名衔，见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 10《贼酋名号谱》，清光绪二年北京龙文斋刻本，第 30 页 a。
《吴江黄熙龄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二日记事，苏州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无页码。
张尔嘉:《难中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以下简称《太平天国》) ( 六) ，神州国

光社 1952 年版，第 641 页。
施建烈、刘继曾:《纪( 无锡) 县城失守克复本末》，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 五) ，第 254 页。
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以下简称《简辑》) ( 一)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82 页。
张乃修:《如梦录》，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

( 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1 页。



扬□促令飞骑而过，无一上岸者，此董之力也。”①董因立政严明，“主长毛局事，贼甚信任，凡地方小
船、地棍鏖诈及盗贼劫掠诸事，只须董一言，无不立决枭示，四境肃然”，太平军尊称其为“董老班”。②

吴县军帅许玉庭“初意尚为保护民生起见，民无怨詈”，“贼至香山，所过已贡地方，仍行掳掠。许玉庭
以贼藩令旗出，喝退之”。③ 正是有的乡官力行维护地方稳定的政治职责，才使部分太平天国辖区呈

现“设乡官理民务，贼兵有不法者，乡官得而治之，地方粗安”的良性政局。④

但太平天国占领区更多的情形是另一种极端: 乡官政治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失控，激发民
变。⑤ 民变抗争框式的通例是“拆毁官局，殴杀乡官”。造成民变的直接原因如从乡官身上分析，基本
可概括为“苛粮”“苛费”“苛政”，即浮收粮米、苛敛捐费、为政暴虐。反对乡官苛粮的典型案例如咸
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年) 春，浙江嘉善乡民因监军顾午花“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

“裂其尸为四五块”。⑥反对乡官苛费的典型案例如咸丰十年( 天历庚申十年，1860 年) 十二月，安徽贵

池龙舒河等处百姓痛恨旅帅吴彩屏“作威苛费，执而投诸深洞之中”⑦; 又如咸丰十一年四月，吴江莘
塔陈思村有乡官陆岳亭“勒派红粉( 火药) ，众人持械斩死”。⑧ 反对乡官苛政的典型案例如同治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夜，苏州吴县师帅许一亭因“傲慢虐民，民皆恶之”，被不明男子十余人剖腹挖心而死，

时人评之“暴慢致死”。⑨有相当数量的乡官中饱私囊，借以肥家，基层官场贪墨成风，“各伪职既得贼

势，衣锦食肉，横行乡曲，昔日之饥寒苦况，均不知矣”瑏瑠，“伪乡官以钱为命，平日胁取民间，盈千累万，

尽充囊橐，不知为后日计”。瑏瑡

造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农村政治形态，应从乡官群体和太平军当局两个方面分析原因。当时奉命
采集“贼情”的张德坚认为太平天国占领下的乡村秩序如何，“此则视乡官为何如人耳”。瑏瑢 简又文对
此观点有所补充，他认为“乡治之善恶之关键，完全视乎各郡邑守将之仁暴及乡官之好歹以为断”瑏瑣，

也就是说，能否实现良性政治运作，除乡官方面的因素外，还受坐镇、佐将意志及能力的影响。

二、乡村政治实践的失败

( 一) 乡官群体的身份背景

由于太平天国乡官数量大、地域分布广，无法进行完全统计; 又因史料记载缺失或叙述笼统、模
糊、不一，增加了精确量化分析的难度。本文统计的 1860 年代太平天国乡官 231 人，是文献中乡官身
份和事迹记载较详者，以此为样本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史料对各地乡官身份的宏观综述，或可较准确

地把握乡官的主要身份背景，以及各身份类别在乡官等级体系中的分布。
根据表 1，太平天国中上层乡官的身份背景主要为拥有地方行政经验的社会旧势力，包括地方精

英、旧政府县级以下公务人员。表中统计有此类人士 137 人，占所统计中上层乡官总数的 7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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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寇难琐记》，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 《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1 页。
④⑥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八) ，第 154、195、45 页。
⑨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 《中华文史论丛》增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5、

46—47 页。
这里所说的“民变”，框定于主要肇因于太平天国政略弊端，带有自发性、突发性，与清方没有直接联系的民变

类别，不包括具有先天政治敌对性质的民团活动等。
李召棠:《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 34 号，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86 页。
柳兆薰:《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 182 页。
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简辑》( 一) ，第 267 页。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五) ，第 325 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 三) ，第 275 页。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 1958 年版，第 483 页。



表 1 1860 年代太平天国 231 位乡官的身份 单位:个人

身份
职务

总制 监军 军帅 师帅 旅帅 卒长 两司马 不明

地方包税人

的可能性身份

清朝官员 5 6 3 2

团首 4 1 7 1 3

士子 绅衿 6 14 12 9 4 11

地主 富户 2 2 11 6 4 7

地保 里正

乡董 图董

吏役 圩甲

3 9 12 8 6 5

游民

流民

无赖

4 5 3 4

杂业 4 1 4 9 2 3 4

贫民 农民 1 3

商人( 贩) 3 5 5 4 1 3

总计
27 38 58 43 21 3 1 40

231

注:本表不是严格的阶层区划，乡官身份也可能出现彼此交叠和身份转换的现象，仅据史料归纳相对集中的身

份。部分地方人士虽未担任乡官名目，或拥有总制以上官衔，但由于其出于本土，又任职于本土，实际具有乡官的职

责和性质，仍视作乡官; 有的人可能在清朝拥有多重身份，以其主要的经常性角色认定; 有的人在太平天国供职，后有

升迁，以其始任职务为准; 身份类型中的“杂业”如伙计、道士、木工、拳教师、阴阳先生、水手、挑夫、郎中、船工、家奴、
胥僧、佣工、乡勇、栅夫等;“商人 /商贩”如屠户、织席、米商、药商、酒商、业织机、丝商、绸缎商、业豆腐、渔商等; 本表统

计的乡官职务，旅帅及旅帅以上的中上级乡官 187 名，约占统计对象的 81%。

史料对乡官身份的概述或详记大多是指稍有权柄或声名素著的中上层乡官，高级乡官习惯上倾
向于由精英分子和熟识地方事务的旧势力出任; 低级乡官的身份、事迹、能力及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产
生的社会影响均不足以引起当时人的充分关注而成为笔录的重点对象。但乡官基数庞大是客观事
实，不能以中上层乡官的主要身份背景判断整个乡官群体的成分。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基
层一军( 行政单位) 共乡官 3156 人，旅帅以上中高级乡官仅 31 人，百长、两司马和伍长组成的低级乡
官共 3125 人。① 如果按理论进行地方编制，考虑到各县人口多寡不一，“每一州县分三军五军不
等”②，以三军计，一县乡官至少在万人上下。即便实际编制不能以理想户数整齐划一，乡官基数仍然
可观，如绍兴“设乡官二百余处”③，常熟、昭文“两邑大小乡官，约共二千有零”④，海宁、海盐一带乡官
局遍布。可见乡官群体人员庞大，特别是低级乡官职位众多，不可能像中高级乡官那样主要由地方精
英和旧政府公务人员出任。传统社会具有一定读书写字能力的人是少数，而在市镇、农村，士子文人
所占比例较城市为少。所以低级乡官主要由下层社会人士出任的论断当是客观事实。下层社会身份
背景的乡官在乡官总体比例上占优势，显示了太平天国基层政府的相对开放性。

乡官身份的主要分布形态具有相对性。中上级乡官职位也非完全是下层社会身份人士的禁区。
据统计，下层百姓获总制以上( 相当于清知府以上) 官衔的就有 7 例: 常熟文军政司汪可斋( “书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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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天福听殿刑部尚书汪心耕( 药铺帮工) ，吴江军政司陶云亭、庄东甫、徐绩卿( 小商人) ，无锡城天福
樊玉田( “驾船为业”) ，奉化文军政司萧湘澐( 船工) ; 获监军( 相当于清知县) 官衔的下层百姓有 6
例: 常熟监军汪胜明( “织席粗民”) 、金匮监军黄顺元( 猪贩) 、无锡监军华二( 米贩) 、山阴监军马某
( “家奴”) 、奉化监军戴明学( 小店主) 、镇洋监军韩吉( “业豆腐”) 。这是他们在清朝社会根本无法获
取的政治身份。地方精英和原政府旧势力也有可能出任中低级乡官，如常熟某些地区乡官的身份格
局是“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惟两司
马、伍长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① 地保可能充当卒长，家境殷实的有产者也可能任低级职位的两
司马或伍长。在江西安福，“择邑之举人生监，皆以军、师、旅帅、司马各职污之”②，士人也会任卑微的
两司马之职。像秀水县王聘夫“曾考童生”，是小知识分子，任右营副总理，兼管伪百长军务; 沈健夫
“邑庠生”，任右营副总理，兼管伪百长军务，均是低级乡官。③

像士子绅衿、地主富户、地保里正等经常在地方社会管理中扮演政府“包税人”的角色，作为政府
联络民间的纽带。担任太平天国中上层乡官的主要是从旧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这部分人。他们在
旧政权坍塌，政无所归的时局下倒向新政权。太平天国因缺乏地方行政经验，只好与原地方社会势力
维系合作，照搬旧模式以供应庞大开支。这些人在旧政权时“包税人”的角色随之加强，昔日“包税”
工作中的浮收舞弊、苛征厚敛、请托贿求种种歪风邪气在新政权基层赋税事务中延续乃至恶化，甚至
激发民变，造成社会动荡。

在目前所见的民变中，有 34 起民变的抗争对象具体明确到乡官个人，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史料
中留有姓名和较详的事迹。在 20 位身份较明确的乡官代表中，有 12 人出身士子绅衿、地主富户、吏
胥差役、地保里正之类拥有地方行政经验的社会旧势力。

乡官群体的身份形态可能会对民变形成产生影响。首先，加入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地方精英、旧
政府公务人员和游民无赖者作为传统社会“包税人”的角色在新政权中得到沿袭，传统社会经济秩序
难以克服的痼弊和基层施政者的不良行政作风可能在新政权占领区复现，从而引发民变。据表 2，34
位“天国”民变抗争对象之乡官代表，有 20 人可以较明确其身份属性，结合表 1 的身份分类，有 16 位
乡官拥有地方包税人的可能性身份，在相对统计范围内占统计对象的半数或半数以上。作为民变抗
争对象代表的乡官身份归纳，比较直观地反映了乡官成分与民变形成之间的可能性关联。但这一联
系不具必然性，在 20 名身份较明确的民变对象代表中，有 4 人出身“杂业”( 帮工、僧道) 或“商贩”
( 酒商、米商) ，没有“包税人”的可能性身份。

其次，基层政府组织构成的复杂性可能导致基层社会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海宁、海盐地区乡官
的行政实践就是典型，乡官与士绅之间以及乡官之间尔虞我诈的权、利之争几成常态，海宁师帅高来
来因财逼死乡绅朱佳老和附生许琴凡; 海盐军帅黄八十因嫉恨归应山家世财富，以“莫须有”的罪名
杀之。④ 在绍兴，“乡官既得贼势，乡官者又仇于乡官，由是各报私仇，横行乡曲”。⑤ 乡官之间、乡官
与民众之间、乡官与太平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必然影响地方政权的运作，从而引发诸如行政腐
败、残酷、基层组织紊乱之类的问题，这是民变抗争的重要内容。

第三，乡官的身份背景与乡官加入基层政权的心态类型有密切关系。身份背景不同，利益诉求和
政治抱负也不尽一致。一般而言，地方精英加入乡官政权的主流心态是委曲求全以保身家，此种心态
易致惰政; 旧政权势力及游民层加入乡官政权的主流心态是投机谋私，此类心态易致行政腐败。两种
乡村政治实践的结果均可能诱发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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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太平天国占领区民变抗争对象之乡官代表名录

姓名 职务 涉及民变 身份属性 心态类型 资料来源

叶某 不明 1860 常昭何村反兼收 不明 不明 《鳅闻日记》页 325

严朗三 帮局 1860 常昭王市反兼收 富户 谋私投机 《鳅闻日记》页 325、326、340

钱春 军帅 1860 常昭恬庄反贪腐 米商 谋私投机 《庚申( 甲) 避难日记》页 209

王某 参赞 1860 太仓反租粮兼收 秀才 谋私投机 《劫余灰录》页 160

吴彩屏 旅帅 1860 贵池反贪腐 不明 谋私投机 《乱后记所记》页 186

陈某 旅帅 1860 吴县甫里抗租 不明 不明 《野烟录》页 176

程某 师帅 1860 昆山抗粮 无赖 谋私投机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 28、51

顾午花 监军 1861 嘉善反浮收 举人 委曲求全 《避寇日记》页 45

袁某 不明 1861 嘉善反浮收 举人 委曲求全 《避寇日记》页 45

顾某 旅帅 1861 常昭抗役 不明 不明 《漏网喁鱼集》页 52

郁秀 不明 1861 吴县反掳掠 差役 谋私投机 《虎窟纪略》页 30

俞儒卿 不明 1861 常昭反兼收 局董 委曲求全 《自怡日记》页 65

须某 旅帅 1861 常昭翁庄抗粮 不明 不明 《自怡日记》页 67

陆岳亭 不明 1861 吴江莘塔抗税 吏胥 谋私投机 《柳兆薰日记》页 182

董沧洲 军帅 1861 湖州乌镇抗税 富商 谋私投机 《寇难琐记》页 153、156

皇甫某 师帅 1861 常昭反租粮兼收 不明 谋私投机 《海虞贼乱志》页 371、383

陶柳村 将军 1861 常昭抗税 地保 谋私投机 《自怡日记》页 41、69

王某 旅帅 1861 常昭反贪腐 僧人 谋私投机 《自怡日记》页 69

高某 军帅 1861 常昭抗税 不明 不明 《自怡日记》页 69

周富荣 军帅 1861 常昭反浮收 帮工 谋私投机 《海虞贼乱志》页 371

徐某 师帅 1861 常昭梅塘抗粮 不明 不明 《鳅闻日记》页 355

潘竹斋 师帅 1861 常昭汤家桥抗粮 不明 谋私投机 《鳅闻日记》页 324、355

金云台 师帅 1861 常昭王市抗粮 酒商 谋私投机 《鳅闻日记》页 341、355

马全 旅帅 1861 常昭反浮收 吏胥 谋私投机 《鳅闻日记》页 355

归二 军帅 1861 常昭反浮收 富户 谋私投机 《鳅闻日记》页 355

李木狗 旅帅 1861 常昭抗粮抗租 无赖 不明 《庚申( 甲) 避难日记》页 227

徐茂林 师帅 1861 常昭抗粮抗税 土棍 谋私投机 《鳅闻日记》页 316、356

朱又村 师帅 1861 常昭南乡反浮收 官绅 委曲求全 《自怡日记》页 116、117

江某 师帅 1862 常昭反浮收 不明 不明 《自怡日记》页 94

某 监军 1862 浙江玉环反勒派 不明 不明 《辛壬寇记》页 374

徐孝治 旅帅 1862 诸暨抗税 不明 不明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 204

朱不登 百长 1862 浙江秀水反贪腐 不明 谋私投机 《避寇日记》页 147、148

许一亭 师帅 1862 苏州吴县反贪腐 不明 谋私投机 《虎窟纪略》页 46、47

金三 师帅 1863 湖州乌程反贪腐 博徒 谋私投机 光绪《乌程县志》卷 36

注:清时，常熟、昭文二县合城而治，统称“常昭”; 资料版本同正文引征。

这里很难从意识形态层面缜密地构建乡官成分与民变之间的直接联系。据统计，常熟、昭文二县
师帅及师帅以上高级乡官 27 名，其中杂业、商贩、游民无赖之类社会下层出身的有 15 名; 中低级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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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为“乡间无赖及狡猾之人”①和“编户穷民”。② 常熟首任监军汪胜明“卖席出身”，被时人视作
“城中最有权者”，“各军解粮须经其手”，于咸丰十一年十月高升; 汪可斋本“书伙”出身③，“逃难至吴

塔”，为曹和卿推荐至局任事，官至参军、文军政使司。④ 可见在常昭基层政府中社会下层成员较有优

势。按照阶级分析论，社会下层成员应代表下层民众的阶级利益，而史料所载常昭地区在太平天国占

领的短短两三年间至少发生了数十起民变。相反，像永昌、盛泽、周庄、乌镇、平望、严墓这些地区，地

方社会旧势力无论是数量还是权力均在基层政府中占有绝对优势，却鲜见民变发生。这说明针对基

层政府官员的民变形成并非主要出于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分歧的殊死拼杀，更可能是源自不同等级

群体间的利益之争。
( 二) 乡官群体的心态类型

加入基层政权的乡官群体，以积极性划分可分为两类: 主动投靠和被迫胁入。
游民无赖、小商贩、杂业人员等社会下层成员，他们既不似农民层那样封闭保守，又富有社会经

验，多广识，善投机，社会适应力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与太平天国合作的条件，部分人表现出主动投

靠的积极性。但他们加入乡官政权的动机多不纯正，往往为求富贵或进身之阶曲意逢迎，费尽心机牟

取职务，“夤缘入卡甘为贼用”。⑤ 浒浦水手吴士良“以白金二百两属周富荣谋为师帅”⑥; 常熟拳教师

陆炳南“夤缘土奸受伪职之钱伍卿”做师帅⑦; 常熟“无业者欲做伪官，争谋不易到手，盖患其亏空无

偿，获财逃去”。⑧ 这些人素质不高，更无远大抱负，从政后易成劣政。在酿成民变的 34 名乡官中，有
8 人属于无赖游民和杂业人员，他们加入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心态均为“谋私投机”型。

从旧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中小地主、士子文人和低级公务人员因在前朝遭受冷遇，与旧

政府存在离心倾向。太平军至，他们以较高的政治热情加入太平天国，欲借新平台施展抱负。就像袁

甲三在奏报中所说:“现任职官甘为贼用，自属法无可贷，至本地绅民，固多被逼胁从，亦难保必无甘

为贼用之人。”⑨江西官员李恒记道:“绅庶士民……甘心从逆，屈身献媚，或躬为乡导，引贼入境，或代

贼守御，抗拒官兵，或搜刮民财，为贼敛费，或逼勒民人为贼助势，或探刺官军消息，来往贼营，或阻挠

地方团练，横施凶狠，此等刁顽之徒亦复不少。”瑏瑠这类人中有为新政权献身者，江西龙泉举人张谦任

乡官，被俘，临死犹云“遗臭千秋首不回”。瑏瑡 咸丰八年( 天历戊午八年，1858 年) 十月，翰林郝学英、翰
林陈绍平、举人程胜元、军帅程福堂、师帅储雁才等投入湘军李续宾营中，与太平军“暗通消息”，行迹

败露全部被杀。瑏瑢“天试进士”育才官胡万智守兴国，城陷时，“身受数刃，犹呼天父东王洪恩，当以死

报”。瑏瑣 温州玉环厅生员王玑“引台匪朱子文等数百人直抵厅城”，为太平天国战死。瑏瑤 他们虽主动加

入太平天国，内心却也可能存在借“天国”之政扬自己之志的抱负情节，而且“甘心从逆”的政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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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也不排除“讹索其乡人，掳掠郡县村镇，以各肥其私橐”的心态①，如咸丰四年( 天历甲寅四年，
1854 年) 考中太平天国举人的鄷谟在西里军帅任上为所欲为，但他最终却为太平天国献身，“营勇以
乱箭射毙”。② 故不能以政治忠诚作为政治实践评判的唯一标准。

多数主动投向太平天国的地方社会旧势力怀有谋私之心，或为资财，或为权势，“恐受制于人”③，
“从中取利藉贼凌人”。④ 盛泽土豪王永义、沈枝山主动投诚纳贡，“恐贼众诛求科派，后难为继，若不
出面，又恐无权失势，不能号令一乡”⑤; 桐乡秀才曹霭山主动入局办事，“盖欲免于局人之收括而将以
收括人也”。⑥ 有很多穷困失意的士子竭力钻营，力求一职，绍兴立乡官，“庠序之士亦争出恐后，绛帻
黄袍，意气傲睨自得，及下令试士，奔赴者数百人，语秽逆不忍闻; 而某涕泣行贿于其党以求官，父死祭
告以为荣”⑦; 在石门，士子文人“有夤缘贼酋幸而得之，以快其搏噬者”⑧; 还有人为得不到一官半职
大为恼火，在黄岩，“河头武童林崇有随至黄岩共议，议定设乡官，崇有不得与，愤甚，禀贼酋侍王，给
以恩赏将军，令头裹黄帕，袍褂皆用大红，得意而归”。⑨

在激发民变的乡官代表中，有 12 人属于拥有地方行政经验的社会旧势力，其中 8 人出任乡官怀
谋私投机心态。典型者如太仓秀才王某，“自诣贼中参赞，黄巾裹首，跨马而归”，以为荣耀之至，孰料
在咸丰十年十一月太仓民变风波中，“至浮桥镇乡民杀之，裂其尸，投其首于海”。瑏瑠

部分地方精英和旧政府公务人员主动加入太平天国基层政权具有破坏型心态，意在窥伺时机，蓄
谋内应。在象山，“凡充乡官者，多端人正士”，“诸君亦思以身保民，再图后效”瑏瑡; 安徽桐城东乡团首
周如海为军帅，“假贼权镇乡邻，威土寇，则寇不我疑，乃得阴行其志”，“假伪命建旆周家潭，出公羡三
万金，备器械，分壁马鞍山、黄蘖岭，寇愳不敢入”。瑏瑢 持此心态的乡官无心顾及良性政治，多在战局不
利时反戈一击，使太平天国基层政权内伏随时倾覆的危机。

被迫胁入的乡官主要是士绅阶层及地主富户等有家财名望者。他们慑于太平军的压力，怕“辞
则招害”瑏瑣，不得已委曲求全，“有出资求免再三，力竭而为之者”瑏瑤，多是持“欲保全身家受其伪职”瑏瑥
“因留恋家产佯为应承”瑏瑦，“设策以保乡党”瑏瑧之类的消极心态，政治立场不坚定，“保家之念益亟，遂
与贼通，转而念贼万一败，将不免事后之祸，乃营首鼠之计，往来于官与贼之间”。瑏瑨 被迫胁入者加入
政权行政，可能出现贪污中饱或消极怠工的现象。

存在心态类型转化的现象。有人初始表现出的积极性可能随时局变化、时间推移而逐渐消磨，像
秀水乡绅董春圃初为乡官时非常积极，“尚未开印，因书红笺帖于十五日请各店家饮开印酒”，后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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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索派，“累遭拷掠”，“乃告退”，辞去师帅之职。① 也有乡官从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不知不
觉遂甘为贼用而不辞”②，“乡官有投附者，有胁从者，有始胁从终附者”。③

谋私投机和委曲求全是太平天国乡官群体的主流心态。乡官的消极心态危害极大，一方面容易
形成基层官员的惰政和劣政，诱发民变，加剧民众与太平天国的离心倾向，表 2 所列 34 位民变对象之
乡官代表，心态类型不明者除外，其他 24 人的心态均可归入委曲求全和谋私投机两类，这项统计说明
乡官心态与民变形成之间存在可能性关联; 另一方面削弱了太平天国政权，基层政权不稳固，加速
“天国”败亡。嘉兴秀才江梦兰投附太平天国后由乡官属吏升任豫爵，他在同治元年五月对时局的阐
述是当时太平天国政权中士绅心态的生动写照: “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锋，尽可做得; 今年看来，长
毛日衰，做不得也。”④所以他随时准备携家眷迁避下乡。一位获得高等爵位的地方士子在形势恶化
时的表现尚且如此，那些人数众多，一心想谋私投机的基层乡官，恐怕早就打算各顾身家了。

( 三) 太平军当局的主观作为

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的重点是教育和培养，其次是有效健全的监督和奖惩机制。缺乏政治监督的
确给基层行政运作造成了困难，“惟是以伙伴每相吞噬，贼首闻之亦不究焉”⑤，“长毛无甚法令，其为
伪官及到某处设馆子者皆可用钱捐而得之，与咸丰末造仕途升转之情仿佛，而更容易翻变者如是”。
⑥教育、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绝非朝夕之功，但保证官员素质首先应严控铨选标准，这是短期内可
以做到的。

据目前所见资料，中高级乡官主要由太平天国军政当局直接委任。所统计的 231 位乡官，具有旅
帅及旅帅以上“明确”乡官名目的 155 人，其中由太平军当局或上级官员直接委任的 129 人，公举或
保举者 6 人，不明 20 人。当局或上级委任乡官的情况占绝大多数。在史料中常见“勒令”“札传”“逼
迫”“逼勒”“逼受”“派授”“招募”“奉派”“受派”“强派”“令为”“授为”“改派”等字眼，可见太平军当
局对乡官拥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太平军当局直接委任乡官的标准有二: 或“须熟习地方者为之”⑦;

或是拥有一定财富，“胁田亩多者充伪官”“择所贡多者给予乡官执照”。⑧太平天国择有行政经验者，

或在地方上略有威望者，或敢于做事者，负责征收赋税，有助于满足太平军当局持续大量的物资需求;

而更乐于以富者出任乡官，暗含一旦征收不足可通过对富户、地主的经济剥夺弥补亏空的盘算，时人
对此亦有洞察，“某处富户可充乡官，倘遇差徭，有财应抵，亏缺粮饷，可使赔偿，故长毛乐从其请”⑨;
“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凡有役赋不完结者，都责任他身上”。瑏瑠 当时有人就认为乡官选拔“不论
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瑏瑡，其他诸如品行道德、行政能力等均不列入重点考察内容，唯富有程度
及对地方事务的了解程度成为太平军当局量人的首要指标。
“唯财是举”的选拔标准严重降低了太平天国基层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乡官追敛财富之恶习流

毒于官场，甚至激起反贪腐和反浮收勒派的民变。刻意强调乡官的经济背景，也造成地方精英、士绅
阶层的恐慌，他们时刻担忧自己经济地位被剥夺，还有可能激发乡官额外苛敛以备不时之需的心态。
再者，太平天国基层官场腐败是后期太平天国政治腐败的映像。太平天国奉行功名“宽取”的录取原
则，又执行基层官职“宽用”的铨选标准，因“滥”而造成基层官员队伍鱼龙混杂; 加之太平天国缺乏有
效的监督机制，助长了乡官的腐败行为。太平天国基层官僚体系整体素质不高，特别是因乡官不良行
政引发诸多民变，从太平天国主观方面进行责任认定，铨选机制的宽取和滥用是责任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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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对农村建设盲目的另一个表现是“竭取强求”。在战时，农村政治的中心围绕战略物资
获取本无可厚非，但太平军当局不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既不投入相当精力致力恢复、保障和促进农
业生产以广开财富之源，又不精兵简政、缩减财政以节省开销，一味依靠乡官的中介作用榨取乡村经
济资源。太平军当局无节制的需求和有限的农村资源之间的矛盾只能强迫乡官周转缓解，“凡贼有
取求，多下乡官局”①，“营中日用一切，均乡官供之，不自取求”。② 一旦不能满足，甚或暴力相逼，“伪
乡官中有征粮不清，或遇他事而为贼监禁者，其监禁之处曰黑牢”③;“征比司马、百长、粮户甚严，横行
鞭挞，日夜不停”④;“责令办粮及军中需用各物，伪文一下，迫不可待，少不如意，则执乡官杀之”。⑤

此类动辄鞭笞、监禁、无端杀害乡官的情形在太平天国败亡前已司空见惯。政治恐怖犹如阴霾笼罩乡
官心头，他们不堪重负便会采取相应对策。有的选择逃离太平天国占领区，“里中又挨户逼迫，虽罄
其所有，仍不敷其欲，乡官有挈家而逃者”，于是影响到太平天国对乡村资源的占有，“贼愈乱窜，乡官
逃避，钱粮愈无济解”。⑥ 有的乡官绝望自尽，如常熟黄家桥镇旅帅黄德方“自食生洋烟寻死”⑦，常熟
周行桥旅帅程某，“忠厚懦夫，畏胁自缢”。⑧ 大多数乡官则虚与委蛇，以待时变，把太平军征粮收税的
压力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致使民怨沸腾。一旦有合适的时机和有力的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民变队
伍就会被组织起来，因此乡官成为民变抗争的直接对象。

余 论

尽管太平天国以乡官制度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实践最终流于失败，但应该正视太平天国的政治权
力曾突破城市，活跃于乡村社会的事实。太平军通过普及乡官制度将乡村社会管理纳入政权系统运
行轨道: 按太平军制改传统乡村社会乡、都、图三级社会组织单位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基层行政
组织; 吸纳中小士绅等进入政治权力系统，授予乡官官职，建立县以下市镇乡村基层政府，使太平天国
政治权力的触角伸入乡村社会，试图以此颠覆传统行政体制———“皇权不下县”，削弱和破坏士绅、宗
族、乡约对乡村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控制，实现政治权力对地方社会资源的占有。

国内学者普遍从主客观因素两个方面论断太平天国在乡村的统治薄弱。一方面战争的客观背景
使太平军的统治一切服从、服务于军事，统治重心在城市，争夺城市，占有财富，故介入乡村的力量小、
付出的精力少; 另一方面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制度具有空想性，脱离现实，不合实际，难以施行，这曾是
学界长期讨论的问题。国内学者虽突出了主观因素，但阐述不全面、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因为这不
单是“制度”的问题，更多的是“治理”问题，除土地制度外，《天朝田亩制度》所构想的乡村政略大多
是变相实施了的。太平天国在基层社会实行的乡官制度、乡兵制度就是对《天朝田亩制度》中相关理
论规定的变通，如据理想蓝图进行现实实践，这些制度将在基层社会寸步难行。变通后的乡官制度体
现了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相对开放性，执行得当则有助于扩大统治基础，保障政权运作和战争进行的
物资供应; 变通后的乡兵制度主要表现为太平天国在地方上自立自办团练，执行得当亦有利于防奸肃
敌、维护治安和稳定秩序。

据本文研究，导致太平天国在乡村统治薄弱的关键因素是缺少有效的治理，治理不当，使太平军
对农村社会原本强大的介入力量逐渐被清军、团练、土匪、民变等对立势力瓦解。从史实看，太平军起
初介入乡村的力量强大，处理团练，镇压民变，推行政略，征收赋税，移风易俗，做了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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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文体活动等方式，建立了易为民众所接受的传教体系，切实推进了日本佛教大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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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The theory of the fall of Buddhism in the Edo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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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cognition of Buddhism in the Edo period has inevitably been influenced by academic authorities such
as Tsuj Zennosuk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Japanese monks were stealing and shackling，and Buddhism was deeply entrenched．
“The theory of the fall of Buddhism in the Edo period”looked as an indisputable historical fact． In essence，Japanese religious
and academic circles looked the“fallen theory”as a negative textbook in order to warn，improve，regulate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Buddhism． The“fallen theory”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other hand，when we fo-
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Buddhism thought in the Edo period，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Buddhism in the Edo period promo-
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Buddhism，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provided a prerequisit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
nese Buddhism．

Key words: Buddhism in the Edo period; the theory of the fall of Buddhism; Tsuj Zennosuke; protection of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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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认知局限，学界大都忽略了太平天国努力控制乡村、介入乡村并治理乡村的事实，这在
评判太平天国战略得失和功过是非时是一项重要标准。太平天国将地方行政的重点置于农村、农民
和粮食，放弃流寇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太平天国终成中国旧式民众运动顶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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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tudy of the Ｒural Politics i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Focused on the Township Officials Group
LIU Chen

( The Histor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When governing Jiangna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began to carry out its rural politics over country soci-
ety，which showed its own political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re of which was township officials system． However，the
result of the practice of the rural politics was the polariz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disorganization． After analyzing 231 official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n 1860s，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many factors relevant to township officials which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rural politics，for example，the impersonal quality of township officials as“tax farmer”，the dominate attitude
of Township officials of seizing a chance to seek personal gain and stooping to compromise，the blindness of the Taiping authori-
ties to rural construction，and the drawbacks of the mechanism of selecting township officials． Thus，popular revolts occurre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gradually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mass． However，when discussing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one fact should be considered，that is，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strived to control，intervened，

and governed the countryside． In addition，it should also be realized that the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Taiping movement was
the peak of China’s old style mass movement，were that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ut the focus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on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countryside and peasants，gave up the ways of roving rebels．

Key words: rural politics; township officials;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aiping Army; popular revo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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